
國文學報 第五十期 
2011 年 12 月 頁 29～56 
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 
I S S N : 1 0 1 9 - 6 7 0 6 

- 29 - 

唐初道士成玄英「重玄」的思維模式* 
──以《老子義疏》為討論核心 

鄭燦山** 
（收稿日期：99 年 12 月 15 日；接受刊登日期：100 年 4 月 13 日） 

提要 

本文聚焦於道教「重玄」的課題，這個課題涉及六朝末隋唐之際「道教」內部逐漸興

起的新思潮──重玄思想，而唐初道教一代宗師道士成玄英，可謂集其大成者。成玄英對

於「重玄思想」，進行較為全面而且深刻的論述，特別是其專著《老子義疏》，此書便成為

本文討論的重點。 

對於「重玄」的課題，學術界一般習慣從中國哲學史的角度思考、分析之，特別是直

接從思考「魏晉玄學」議題的問題意識切入，而逕將「重玄思想」接續於「魏晉玄學」之

後，並作為其遺裔。或者關注「重玄思想」與佛教思想的比較，尤其是中觀學派的理論，

往往成為重要的參照系統。 

筆者本文將透過反省前人的研究立場入手，進而討論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在如此的

基礎性討論之下，希望重新定義成玄英的「重玄」概念。定義的改變，也將聯動引起研究

方法與步驟的改變，對於文獻材料的運用與解讀，自然也會朝不同方向發展。 

筆者認為，上述「中國哲學史」性質的研究進路，固然稱便，但是如果從方法論的後

設角度作反省，卻似乎也忽略了所謂「歷史」面向的問題，亦即「思想史」的問題。 

其次，關於「中國哲學史」性質的研究進路，若從研究議題的廣度反省，則主要觸及

「魏晉玄學」與「佛學」，反倒忽略了「道教」內部的歷史發展事實與相關問題。 

                                                 
* 本文的修訂，得到諸多師友以及匿名審稿人的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博士，現職臺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專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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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筆者本文的研究方法，將加強從「思想史」與「道教」的面向考察剖釋「重玄

思想」，也就是關注「道教」內部的「思想史」事實之發掘，側重「道教」的主體性來思

考所謂的「重玄思想」，並進而貞定成玄英「重玄」的思維模式與特色。 

關鍵詞：成玄英、重玄、道教思想、道德經、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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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識與研究方法的擬定 

本文聚焦「重玄學」課題。1南朝後期，道教內部發揮《道德經》首章「玄之又玄」

的宗旨而形成的一股新思潮，學界往往以「重玄學」名之。從而提出一些定義式的看法，

如盧國龍便界定而認為「重玄之道」乃是一學術流派，是魏晉玄學注釋《道德經》的支流

之一，最早出現於東晉孫登。其次「重玄之道」又可以指注解《道德經》的一種思想方法，

是對玄學貴無、崇有論的揚棄，是玄學理論的深化和發展。其他學術界也有提出「道教重

玄學」、「老學重玄宗」、「道家重玄學」、「道教老學重玄學派」等等概念者。2筆者認為，

道教內部所開展出來的「重玄」思想，最直接的原因，則在於道教徒希望提出有效的概念

或思辨方法，以綜攝漢六朝以降繁博的經典、教義系統。所以《道德經》雀屏中選，成為

最具理論高度的思想利器。道教徒藉助、闡釋第一章「玄之又玄」的經義，進而形成以「雙」

「玄」為核心而具有辯證性質的一股重玄思潮，「重玄」的思維模式，成為綜貫道教經典、

教義的哲學方法。而唐初道士成玄英可說是將「重玄」的哲學方法發揮得最為淋漓盡致的

一位。本文將透過反省前人的研究立場入手，進而討論前輩學者的研究方法；在如此的基

礎性探析之下，重新定義成玄英的「重玄」概念。定義的改變，也將聯動引起研究方法與

步驟的改變，對於文獻材料的運用與解讀，自然也會朝不同方向發展。 

首先從問題意識談起。關於唐初道士成玄英重玄思想，3學界普遍將他置於魏晉玄學

發展史的脈絡中來討論，認為是玄學的遺緒。因為道教重玄學實乃魏晉玄學的一支。依此

邏輯，作為道教重玄學集大成者之成玄英，自然必須列歸入玄學的範圍來論究。於是認為

重玄思想是對玄學貴無、崇有論的揚棄，是玄學理論的深化和發展。而將重玄思想置入魏

晉玄學發展歷史之大脈絡下作考察。甚至推論，道教之重玄思想經由南北朝隋唐數百年之

發展，而孕育出宋代之內丹道。4一九四○年代，蒙文通首先開發道教重玄學的研究課題，

並與魏晉玄學比觀，而且溯及作為玄學一支的東晉孫登、支道林乃至鳩摩羅什等人之思想

                                                 
1 本文聚焦之「重玄學」，是南北朝隋唐當時道教新興之重要學術課題，故特具研究價值。 
2 盧國龍的觀點，詳見其著作盧國龍：《中國重玄學》（北京：人民中國，1993 年）之「緒論」。

至於學術界關於「重玄」之定義及其相關議題之討論以及對於成玄英、杜光庭之論點的回應，

請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臺北：

國立編譯館主編、台灣學生書局印行，2009 年 12 月），頁 17-20 之回顧與反省式的檢討。 
3 成玄英是初唐一代高道，其生卒年約為公元 601～690 年之間（即隋文帝仁壽年間至武則天天授

元年）。參強昱：《從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上海：上海文化，2002 年），頁 212-214 之考證。 
4 參考盧國龍：《中國重玄學》之「緒論」所論。這種觀點，學界甚為流行。其他如：李剛：《重

玄之道開啟眾妙之門──道教哲學論稿》（成都：巴蜀書社，2005 年 4 月第 1 版）、強昱：《從

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湯一介：〈論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收入陳鼓應主編，《道家文化

研究》第十九輯，「玄學與重玄學」專號（北京：三聯書店，2002 年），皆持類似看法以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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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重玄學之起源。5於是，從道教重玄學課題擴展開來，便牽涉到許多學術史的命題。

湯一介、盧國龍、強昱諸人大抵繼踵蒙氏之說而進一言。 

因此，基於中國哲學史研究之宏觀角度，而將道教重玄學看作魏晉玄學的支脈，自然

是順遂平實之論。馬上擄獲學界眼光，而幾成共識。不過筆者以為其中恐怕潛藏著些許問

題。湯一介認為，研究哲學史應抓住每個時代哲學思想的中心問題來展開。不能把哲學史

的研究等同於「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化史」。6湯教授的高見洵為的論，不過反過來，

同理地我們也一樣不應該將「思想史」的研究等同於「哲學史」。然而，對於「重玄思想

是對玄學貴無、崇有論的揚棄，是玄學理論的深化和發展」這樣子的命題，恐怕無法只是

純粹就「哲學史」角度來考察而已，而必須具足許多歷史性的文獻典籍之證據，這個命題

才能成立。也就是說，必須涉及許多「思想史」的材料。所以，道教重玄學與魏晉玄學的

關係，這種帶有濃厚的「思想史」味道的議題，自然也無法化約成「哲學史」的問題而作

出「哲學史」的論斷了。所以下文筆者將嘗試從「思想史」，乃至「道教思想史」的角度

去省思這個問題。 

接著討論研究方法。立足於怎樣子的問題意識，便相應地產生怎樣子的研究方法。對

於道教重玄學，如果站在寬廣角度的魏晉玄學的理解立場，便傾向以「雙遣兼忘」之義來

詮釋、定義「重玄」概念。7對於南北朝隋唐的道教重玄學而言，這種說法某種意義上是

可以被接受的。但是如果因此進而範限成玄英的「重玄之道」，恐怕會有些失真。以下提

出一些反省。 

「雙遣兼忘」的「重玄」概念，原則上偏重強調主觀境界面向與功夫論意涵，展現出

濃烈的否定式思惟色彩。但是成玄英疏釋《莊子》時，將莊子之主體境界傾向往客觀面提，

亦即將莊學老學化，8那更遑論成氏的《老子義疏》了。客觀化、實體化乃道教的特色，

這種特色具有肯定式思惟的本質。所以本文將偏重論述成玄英如何站在道教的立場，因應

時代思想氛圍的變遷，吸收融通佛教中觀思想的哲學方法，卻又不失其道教本色。本文將

著意成玄英較容易被忽略的肯定式思惟的哲學方法及其諦義。當然因為成玄英疏解老莊的

因緣，所以他也吸收王、郭玄學「崇本息末」以及兼忘、遣之又遣以返玄冥之境之說，學

                                                 
5 蒙文通：〈校理《老子成玄英疏》敘錄──兼論晉唐道家之重玄學派〉，《古學甄微》（蒙文通文

集第一卷）（成都：巴蜀書社，1987 年）。 
6 湯一介：〈論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頁 11-12。 
7 前引李剛、盧國龍、強昱、湯一介等人，乃這種論點的代表性著作。雖然他們的觀點容或小異，

但不礙其大同。任繼愈：《中國道教史》（上海：上海人民，1990 年），頁 250-252；砂山稔：《隋

唐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 年），頁 208，也有類似看法。 
8 楊儒賓：〈注莊的另一個故事──郭象與成玄英的論述〉，收入鄭志明主編《道教文化的精華》

（第二屆海峽兩岸道教學術研討會論文集（一））（嘉義縣大林鎮：南華大學宗教文化研究中心

出版;台北市:中華大道文化經銷，2000 年），頁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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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多有討論，亦已曲盡其妙，9故而筆者本文將不再重復魏晉玄學相關問題。另外成玄英

的系統，廣義地說，也涉及三教問題。10這在本文中也將省去不談。至於構成成玄英其思

想體系之諸般課題，11也因為文短而無法一一俱論。 

所以除了述及中觀思想外，也將順此脈絡探討成玄英「重玄之道」是否有辯證思維的

性格？當然最終在於展示「重玄之道」獨特的哲學方法。 

從老莊或玄學的立場，甚至是佛學立場的研究路向，多少有些「格義式」的味道，對

於道教思想的詮釋力將打折扣。晉代的「格義佛學」，足為殷鑑。所以，忽視成玄英的道

士身份及其所依以立身的道教主體，則他便會成為佛教的螟蛉子，因而喪失道教本色。也

免不了成玄英的「重玄之道」，不過是老莊或玄學之深化與發展如此之論斷，或者說成玄

英乃為了解決老莊或玄學理論的內在難題。無疑地，道教發展其內部的困境、課題，即因

此而被忽略遺忘了！這都是對成玄英思想，乃至其他各種道教思想主題或思想家的一種

「化約」（reduction），這種化約將宗教問題簡化還原成為只是哲學問題而已！而這種哲學

問題，甚至只是魏晉或佛教的哲學問題，而非道教哲學的問題，如此豈非先入為主而顯得

鑿枘不入了，而且恐怕也難以回復道教思想史應有的原貌。 

因此，筆者改弦易轍，以下之研究策略與步驟，首先將從道教的主體性出發，重新定

義成玄英的「重玄」概念之「內涵」，並進而貞定這個概念的「外延」指涉，畢竟與魏晉

玄學的「自然」與「名教」課題是有所區別的。然後從道教重玄學受六朝道教教義學、道

德經與佛教思想之影響的基本立場出發，12去考抉成玄英思想之精義，並衡定「重玄」思

想之類型，建構成玄英「重玄之道」哲學方法的辯證性格。至於文獻資料之使用，則主要

依據成玄英的《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9 參考戴璉璋先生：〈玄與重玄──依據成玄英思想探討玄學之與道教〉一文已有相當細緻之論

證，此文收入氏著《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 
10 參考中嶋隆藏：〈成玄英的『一中』思想及其背景－隋唐時期道教的中道觀〉，《江西社會科學》

1992 年第 4 期，頁 46、48 之論述。 
11 強昱，《從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一書已針對其道體、道性、修養、成真、聖人諸議題，有系

統性的闡釋。而李剛：〈重玄之道開啟眾妙之門－論成玄英的重玄思想〉，收入氏著《重玄之道

開啟眾妙之門－道教哲學論稿》，則分析了成玄英「玄」、「又玄」、「道」、「有無」、「動靜」、「本

迹」、「體用」、「三一」、「生死」、「心性」諸哲學範疇，甚具系統性，也頗具深義。而鄭燦山亦

有專文討論成玄英《老子義疏》的「道之體性」、「聖人之化世」、「修道功夫」等主題，請參考

鄭燦山：〈唐道士成玄英的重玄思想與道佛融通──以其老子疏為討論核心〉，《台北大學中文學

報》創刊號（2006 年 7 月）。所以筆者不再重復相關問題之討論。 
12 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上篇第一

章已有所闡述，不再贅論。此外麥谷邦夫：〈南北朝隋唐初道教教義學管窺〉，《日本學者論中國

哲學史》（台北板橋：駱駝出版社，1987 年），頁 290。一樣推斷當時的道教教義學基本上都以

道德經的解釋為槓桿軸心發展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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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比：從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對哲學史研究進路的反思 

關於「思想史」的研究方法，黃俊傑教授歸納出兩個面向：其一側重思想系統內部觀

念與觀念間之結構關係，多採「內在研究法」，企圖釐清「單位觀念」（unit-idea）或「觀念

叢」（ideas-complex），以羅孚若（Arthur O. Lovejoy）所倡之「觀念史」（History of ideas）為代表。

另一則注重觀念或思想與人類行為之關係，多採「外在研究法」，殆即所謂之「思想史」

（intellectual history）研究，以布林頓（Crane Brinton）為代表。黃氏曾點出兩種方法之長處與缺

陷，並大抵贊成兩法當交互並用之折中論。羅孚若是一位哲學家，所以本著專長，其觀念

史研究法之性質自然近於哲學史。布林頓之方法則大抵是一種「思想史」（指狹義的思想史）

之研究法，較從歷史發展之角度看待人類之思想問題。筆者認為前者屬於「內在的研究途

徑」（internal approach），後者屬「外在的研究途徑」（external approach）。基本上所謂「內在的研

究途徑」側重思想、概念發展自身之內在理路、線索，「外在的研究途徑」則偏向關注思

想現象變化之前因後果其歷史層面因素之掘發。13哲學史、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偏重前者，

自成理路。筆者則希望從後者的角度，梳理道教方面的文献，補充有助於詮釋「重玄」的

歷史材料。 

首先，談到所謂的「三玄」之學。就歷史事實而言，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家對於「三

玄」之重視程度，基本上當以易經為首，其次是道德經，莊子殿後。之所以如此，乃是因

為玄學家揚儒抑道，推崇儒家「玄聖素王」之道，「玄聖」指伏羲，「素王」指孔子。伏羲

作易，孔子作十翼，故重視易經。老莊則只不過是伏羲孔子之下的「亞聖」、「上賢」之流

而已，所以「玄學」即尊崇「玄聖」之學也。14顯然地，玄學家尊崇聖賢之流，故亦推重

其書，道教徒亦然，不過觀點卻異。15易學在六朝道教界甚受重視，但是道教徒承接的則

是漢代象數易、數術易傳統，而非玄學易，這是眾所周知的常識，無庸筆者贅論。而且道

教徒關注的是數術之運用，並非《易經》其書，所以易學之流派、易經的作者、經文之注

疏等等問題，道教徒顯得興趣缺缺。另外從六朝之注疏書看來，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

                                                 
13 關於「思想史」的研究方法之討論，僅列出黃氏之說為例，此處礙於篇幅無法一一述及，詳論

請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頁 33-39。 
14 王葆玹：《玄學通論》（台北：五南，1996 年），頁 7-10。 
15 同前註，頁 19-21。認為東漢以前亦有兼治三玄的方式，非魏晉玄學所首創獨有，必須明辨三玄

之內在關係，才能把握玄學的特徵。而玄學的經典系統與聖賢系統有一特定的品次，此品次正

好與道家、道教的主張形成對照，也與儒學不同。王氏的看法深具啟發性，也可資以考察道教

內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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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列有六十餘家老子注，其中大部份是道教徒所作。而且六朝道教徒最流行而習慣使用的

《道德經》，是包含了〈道德經序訣〉、〈道德經盟文〉、〈十戒經〉、〈十戒經盟文〉等段落，

而繫以「太極左仙公序係師定河上真人章句」之標題的版本，自然是屬於河上公本。16 

此外翻檢目錄書，六朝時期也有為數可觀之道教徒的老子注疏之作，但是莊子注卻幾

幾乎絕跡。17再者六朝道教經典、道書為數甚夥，然而述及莊子其人其事其書處也是屈指

可數，更遑論對莊子大肆崇仰了！18而唐長孺也敏銳地觀察到，在顧歡於宋明帝時所撰出

的〈夷夏論〉之前，道教徒從未以老莊連稱代替黃老。老莊並提，乃道家或玄學家，而非

道教徒。19這位史學大師的細膩度，迥出時人慣習觀點，讓人折服。筆者認為，即便〈夷

夏論〉「老莊」並提，恐怕也只是個案，在道教界並無多大影響。所以莊子在六朝道教徒

眼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反觀老子卻受到無比的尊崇，被塑造為「太上老君」的神格，其相關資料在道教文本

中俯拾即是，在此無需贅引。所以「太上老君」的信仰正是道教徒注解道德經的主因，與

                                                 
16 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序章第二

節〈『正典』之形成〉頁 62-68。另參本書附錄三：〈道教道德經傳本暨「太玄部」經典之考辨〉

及附錄一：〈《寶玄經》之年代、經系與相關考證〉，其中關於各種道教道德經傳本之討論。 
17 參嚴靈峰：《周秦漢魏諸子知見書目》卷一、二（台北：正中書局，1975 年）所錄。其中六朝

除葛洪《修訂莊子》以及官拜西晉丞相參軍之疑似道教徒的李頤，字「景真」，並自號「玄道子」，

亦著有《莊子集注》三十卷外，並未見其他任何道教徒的莊子注疏著作，與道教徒熱情地注疏

道德經的情形實不可同日而語。然而強昱也注意到六朝注老的風氣，便依此論說，認為道教理

論家向易老莊三玄傾斜，因而吸收玄佛思想精華。但是他卻完全未提及易經與莊子在道教內部

的情況。參考強昱：《從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頁 91-93。 
18 六朝道經中提及莊子者如：傳說為葛洪之作的《元始上真眾仙記》有「莊周為太玄博士」（8b）

《真誥》論引及莊子並發揮其義（6\12b）、莊子事蹟（14\14b）、有「仰尋道經上清上品，事極

高真之業；佛經妙法蓮華，理會一乘之致；仙書莊子內篇，義窮玄任之境。此三道足以包括萬

象，體具幽明。」（19\1b）稱讚之語，可見《莊子》一書在陶弘景心中之地位。另外尚有年代

大概是東晉末劉宋初《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載：「太極真人曰莊周者，太上南華

仙人也，……敷演道德經五千文，宣暢道意，……世人于今不知是仙真上人，以莊子所造多寓

言。大鵬大椿冥靈皆實錄語。」（18b）其他數條資料不具引。可見六朝道教徒重視莊子之情形

並不普遍，其看法亦大異於魏晉玄學家。而且即便重視莊子，但是陶弘景〈題所居壁〉詩卻對魏

晉玄談語多諷刺：「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談空。不言昭陽殿，忽作單于宮。」（《華陽陶隱居集》上

\10a）陶氏認為王衍、何晏之清談誤國，其不滿玄談之態溢於言表。再者《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

威儀諸經要訣》又說：「太極真人曰五千文，仙人傳授之科，素與靈寶同……仙公（按指葛玄）曰

世有高德人欲諷誦期仙者，當與靈寶同時受之，……若欲談虛無持高於時者，不須依此法受之也。

真人直以教學仙耳！」（13b）二者同樣都是重視莊子，但卻輕視玄談之例。可見其重視莊子，也

不是順著玄學的路數。而唐玄宗尊莊子為「南華真經」，並非玄宗一時興起的念頭，而是根據道教

內部淵源久矣之「南華仙人」的傳統。這是莊子的情形，反觀道書中則隨處可見老子、太上老君

的相關資料，此人所皆知，無須俱引。由此可見老莊二人在六朝道教徒眼中之待遇實有天壤之別

啊！所以，不應該未經考證，便依照魏晉玄學「三玄」之例，去框限道教的情況，甚至以思考魏

晉玄學的問題意識，去做為研究六朝道教的基本預設，這種預設將會背離歷史事實而難以成立。 
19 唐氏的說法，轉引自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晋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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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學家之注老論老學風應當沒有太大關聯或直接影響關係。20如葛洪《抱朴子．微旨》便

稱「黃老玄聖」，此當是葛洪受當時玄學流風之影響，而將「玄聖」稱號加諸其心目中之

大聖──老子，但葛洪終究還是承襲方士信仰的傳統，而非一種哲學思考或流派。「玄聖」、

「聖人變化於玄」之詞西漢末嚴君平《老子指歸》屢見，六朝道經《上清太極隱注玉經寶

訣》有「聖聖謂之玄」語（12b），在在可見此名詞於道教界之特殊意義。所以，道教徒不

可能接受儒家或玄學家對老子的貶抑。因此，玄學家的「三玄」，在六朝的道教界似乎並

未佔有特殊地位，甚至可說不大受到重視。故爾，六朝道教徒從玄學家所詮釋的易經莊子

中汲取思想養料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因此道教重玄學的起源與發展，與魏晉玄學未必有深

刻的關係。所以「重玄思想是對玄學貴無、崇有論的揚棄，是玄學理論的深化和發展」命

題，21恐怕大有商榷餘地。這是六朝道教界的情況。 

再者，成玄英《老子開題序訣義疏》中的「開題」段落，當成氏檢討在他之前的老子

注疏時，一共羅列了嚴君平、顧歡等六家之說，而王弼注不與焉！而且成玄英疏老所用之

道德經版本，乃六朝道教徒習用的河上公本。22成玄英重河上注，而抑王弼注，亦有其時

代因緣。《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二〈劉子玄傳〉便提到大史學家劉子玄（知幾）對此二注

本之態度：「開元初，遷左散騎常侍。嘗議孝經鄭氏學非康成注，舉十二條左證其謬，當

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

諸儒質辯。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二家兼行，惟子夏易傳請罷。詔可。」23既

然當時知識界存在這種歧見，則成玄英堅持道教立場的河上公注本，也就得而理解了。那

麼，成玄英對魏晉玄學的態度，由此可見一斑。 

再者，反思「重玄」概念之起源，雖然成玄英在《老子開題序訣義疏》明言：「晉世

孫登云『託重玄以寄宗』……今以孫氏為正，宜以重玄為宗。」24盧國龍便論斷道，孫登

乃重玄觀念之濫觴。不過孫登之重玄觀則受其家學與名僧支道林之影響。因為支道林常用

「雙玄」「重玄」之語，故盧氏有此推論。25不過考諸支道林「雙玄」「重玄」之語，其義

未必便與後來重玄學者使用「重玄」一語之內容相同。支道林《大小品對比要鈔序》說： 

                                                 
20 鄭燦山在專書中，便討論了東晉南北朝以至唐初，道教對於老子、《道德經》的神聖性崇拜的現

象。並且認為，「老子」與《道德經》，是道教對於「聖者」與「聖典」之「神聖性」崇拜的典

範。所以東晉南北朝道教史之演變發展，對於《道德經》而言，可說是一條「邁向聖典之路」，

而這一條路，則是藉著注解《道德經》與建立制度化的「太玄部」之雙軌鋪成的。參考鄭燦山：

《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一書之論述。 
21 盧國龍：《中國重玄學》「緒論」提出來的觀點。 
22 參考嚴靈峰：《輯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台北：藝

文印書館，1966 年）。 
23 ［宋］歐陽修，宋祁：《新校本新唐書》（台北：鼎文書局，1987 年），頁 4522。 
24 參考嚴靈峰：《輯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 
25 盧國龍：《中國重玄學》（北京：人民中國，1993 年）第一章重玄宗源，便持此種論點。另外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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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般若波羅密》者，……其為經也，至無空豁，廓然無物者也。無物於物，故能

齊於物；無智於智，故能運於智。是故夷三脫於重玄，齊萬物於空同。明諸佛之始

有，盡群靈之本無。登十住之妙階，趣無生之徑路。何者？賴其至無，故能為用。26 

 

由此可見，支氏用「重玄」一詞，特僅轉自老子「玄之又玄」之自鑄新語罷！並無後

代重玄學者用此詞之義。這段序文更可見支道林之宗旨固為「本無」、「至無」。他的「重

玄」概念以及「即色」義，可說重在為「本無」義做注解，反倒類似王弼注義，而非後來

重玄家所特重的「雙遣兼忘」義。 

另外就現存孫登《道德經》之殘注作考察，可以見到有「柔能破剛，無能遣有，以是

知無為之教大益於人。」之語。27以無遣有的看法，顯示出孫登可能仍極其重視「本無」

或「至無」的概念，仍然以無為本以有為末。不過他使用「遣」字，則大抵受佛教般若思

想的影響，是其特別之處。因此，若言孫登受到支道林之影響而使用「重玄」一詞以解注

老子則可，若說道教之重玄義發自東晉孫登，則似言之過早矣！28因此，成玄英對於孫登

的重視，可能只是借用孫登「重玄」概念之舊瓶而另裝新酒，這新酒大概就是佛教的般若

中觀思想吧！道教界對於中觀思想之引入，可以上溯南北朝隋，隋朝道士劉進喜的《太玄

真一本際妙經》（以下簡稱《本際經》）更可說是成玄英思想的直接淵源吧！而劉進喜並無

玄學的學術淵源，故受到影響的可能性不高。 

接著針對「哲學史」研究進路的邏輯與範疇進行反思。「哲學史」的研究，雖可以成

為抉發宗教課題之資，但是應當是無法完全取而代之的。堅持此見，恐怕會犯了「範疇」

的謬誤。亦即以「哲學」置換了「宗教」，而難以展現「宗教」的主體性。畢竟成玄英是

一位道士，所以與其說他關心玄學的問題，他志在解決玄學的理論困境，倒不如多思考從

道教史的角度來理解他，恐怕可以發現更多我們原本所忽略的問題面向。 

其次，魏晉玄學的發展，預設著「自然」與「名教」之關係的核心課題，有無論等等

諸哲學主題乃對此而發者。29如果假設道教重玄學或者是成玄英重玄學乃魏晉玄學的後續

發展，則無異於假設成玄英有無論等論題之開展，也是立足於「自然」與「名教」的關係

                                                                                                                                         
昱：《從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頁 6-21，也有著相同的看法。 

26 石峻編：《中國佛教思想資料選編》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年），頁 59。 
27 孫登《道德經》之注文，請參考鄭燦山：〈漢唐《道德經》註疏輯佚〉，《國家圖書館館刊》1999

年第 2 期（1999 年 12 月），頁 167。 
28 藤原高男認為支遁、孫登二人所言之「重玄」，異於後來重玄家論義，反倒與王弼注老之義相近，

參考藤原高男：〈孫登老子注考〉，《漢文學會會報》第 20 號，1975 年，頁 28-29。 
29 參考湯一介主編，湯用彤著：《魏晉玄學》（湯用彤全集卷六）（高雄：佛光出版社，2001 年 4

月初版），頁 158-160。這種看法自從湯用彤之後，學界幾無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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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源問題。這種論點如果與《道教義樞》這類關聯著六朝隋唐道教重玄思想發展之道教

教義書相對勘，便可以發現並不符合道教史的發展實況吧！ 

所以，魏晉玄學對道教重玄學的影響，應該不會是一般所想像的那麼關鍵而且深遠

吧！如果說道教重玄學在若干主題及概念之運用，受到玄學的影響，就某種意義而言，確

實可以找到例證。但是倘若逕言道教重玄學乃魏晉玄學的支脈，恐怕就言過其實了！至少

就六朝道教界與道教徒之主觀意願來講，他們並無意於接續魏晉玄學的學風，或是討論魏

晉玄學的課題。而且這些哲學之主題及概念，也未必全然來自魏晉玄學，而可能是老莊所

本有者，道教徒自能從老莊之中吸汲養分。談到魏晉玄學對道教重玄學影響的問題，筆者

以為，成玄英因為同時疏解老莊，所以他受到影響的程度，應該遠大於其他道教徒。30而

成玄英的《老子義疏》，雖然兼取河上、王弼二家之義，但卻又往往違背河上注義，也多

不符合王弼之說。成玄英顯然不依注文做疏，而意在總成注老的河、王二派，不偏一隅。31

由此可見成玄英作疏的態度。然而隋朝以前，則似非如此，因為玄學已漸成強弩之末，而

佛學則其勢漸熾，加上激烈的佛道論辯，促成彼此思想的交流。因此，筆者認為南北朝隋

唐的道教重玄學乃至教義學，烙著佛教的印記，遠多於魏晉玄學。 

美國學者沙夫（Robert H. Sharf）反省道教重玄思想時，也如學界一般的作法，先上溯

至蒙文通，認為蒙氏乃在唐末杜光庭《道德真經廣聖義》的論述基礎上，提出所謂「重玄

學派」的概念。接續著蒙氏的說法，乃有日本藤原高男與中國廬國龍二人關於重玄學派的

著作出現。而另一日本學者砂山稔則將前人關於所謂重玄學研究的業績，繼續擴展而涉及

更多的人物、經典，如《玄門大義》、《道教義樞》、《大獻經》、《海空經》等皆列入重玄學

範疇。砂山氏甚至提出所謂的「太玄派」、「靈寶派」以為重玄派的可能源頭之學術說法。32

如果根據砂山稔的論點，似乎足以構成一個隊伍龐大的學術流派。但是沙夫卻認為即便到

了最後的分析，從砂山稔重玄系譜的圖表中，也看不出明顯的證據足以證明這些重玄學者

具有明確的傳承關係。33筆者原則上贊成沙夫的觀點，也並不認為六朝隋唐道教界中曾經

存在一個重玄學派，而毋寧說是一種重玄思潮較為妥適些。34不過，沙夫進一步論述以為，

                                                 
30 成玄英疏老時，曾襲用僧肇的說法；疏莊時則引用王弼《周易注》、僧肇〈物不遷論〉，可證他

對於玄學與般若學的銷融。參戴璉璋先生：〈玄與重玄──依據成玄英思想探討玄學之與道教〉，

《玄智、玄理與文化發展》，頁 349。 
31 蒙文通：〈輯校成玄英《道德經義疏》〉，《道書輯校十種》（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都：巴蜀書

社，2001 年），頁 357。 
32 Sharf, Robert H.,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pp.53-59。另可參考此書的中文譯本，沙夫（Robert 
H. Sharf）著，夏志前、夏少偉譯，《走進中國佛教：寶藏論解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33 Sharf, Robert H.,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p59。 
34 參考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緒論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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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重玄的作者們有比較明顯的救世論傾向，但是在某些方面，重玄思想整體可算是三世

紀魏晉玄學著作的一個發展，也同時是基於對道德經的神祕性解讀的產物。35沙夫氏講的

很含糊，也未作任何論證，主要是因為其著作聚焦佛道思想的交涉課題，所以魏晉玄學的

面向便被擱置了。如果從「哲學史」的角度闡述魏晉玄學對於道教重玄學的直接影響，這

種觀點筆者持反對意見。但是如果從「思想史」的角度說明魏晉玄學對於道教重玄學的發

展具有間接性的刺激與影響，筆者則較能認同。36但是倘若從「哲學史」的角度來看，則

筆者比較同意道教重玄學深烙佛教印記，特別是中觀思想，這樣子的觀點。所以沙夫說，

從重玄的資料中最值得注意的特色看來，重玄學者肆無忌憚地盜用佛教的名詞和理念。甚

至「重玄」這個詞也無從辯解地烙上了佛教的印記。37恐怕會是比較有根據的學術論斷。 

綜觀沙夫（Robert H. Sharf）著作的討論，他從「重玄道教和中觀辯證法」、「佛教對於

重玄辯證法的影響」的問題向度論證闡明佛道之間的關係。沙夫從許多資料，涉及佛道的

人物、經典，逐一舉例證明道教重玄學，不論在教義思想、名言概念之使用，乃至「重玄」

之詞，都受佛教，特別是中觀派的深刻影響。38沙夫的論點雖說較為可信，但是仍有其不足

與偏頗處。真如沙夫的說法，則道教幾乎已成為佛教的螟蛉子矣！事實恐怕並非如此單純。 

沙夫著作是為了研究、翻譯佛教義書《寶藏論》，乃以之為核心所開展出來的學術論

題。因此，其實我們可以很容易地看到他忽略了道教內部的文獻資料與道教自身的發展現

象諸般關鍵因素。沙夫於是將道教重玄學的形成，歸因於佛教。而這種因為論證過程被簡

化而得出的結論，自然不能面面俱到而有所缺漏了。筆者曾經為文針對道教重玄思潮的形

成原因，進行綜觀式的道教史、思想史之考述，但因為這並非本文所欲討論與彰顯的重點，

是故於此不再贅引贅論。39 

然後我們看看唐代。唐代定道教為國教，研究老莊諸子書及道經風氣大盛，成玄英之

疏解老莊乃其選者。東明觀道士李榮也注老子，大概也因而並及於魏晉玄學，但他還是批

評道：「魏晉英儒，滯玄通於有無之際」40。李榮顯然認為，以「有無」之概念論「道」，

終非究竟極談，故不能「玄通」道境。另外初唐道士孟安排編《道教義樞》時，於其序文

                                                                                                                                         
的討論。 

35 Sharf, Robert H.,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p61。 
36 參見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上篇第一章

第一節的分析論證，在剖析道教重玄思潮的形成原因時，曾將魏晉玄學納入討論範圍。 
37 Sharf, Robert H., 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 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p61。 
38 同前註，pp.61-71。 
39 參見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上篇第一章

的討論。 
40 參嚴靈峰：《輯李榮老子注》，收入嚴靈峰編：無求備齋《老子集成初編》（台北：藝文印書館，

1966 年）。又參蒙文通：〈輯校李榮《道德經注》〉，《道書輯校十種》（蒙文通文集第六卷）（成

都：巴蜀書社，2001 年），頁 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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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也檢討了魏晉玄學乃至南朝隋諸道士之道論。41所以，道教重玄學的發展，六朝時期主

要還是依照道教內部的脈絡步調進行著，隋唐之際才逐漸融入魏晉玄學的因子。下文筆者

將再作補充說明。 

三、重玄之道的開展 

（一）文本的解讀與分析及「重玄」的義界 

接著聚焦於成玄英如何開展其「重玄」概念。成玄英關於「重玄」作了如下的解釋： 

 

玄者，深遠之名，亦是不滯之義。言至深至遠、不滯不著，既不滯有，又不滯無。

豈唯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百非四句，都無所滯，乃曰重玄。故經云：「玄

之又玄，眾妙之門」。《隱訣頌》云：「玄玄至道宗，上德體洪元」也。（成玄英《老

子開題》）42 

 

這便是「重玄」之理境的展現，亦即「道境」。成玄英的「重玄」概念，大抵直接來

自道教內部，如：一般推斷乃隋朝道士劉進喜所作的《本際經》便是其源頭之一。從《太

玄真一本際妙經》之經名「太玄」二字，便可推知此書歸屬七部道書中的「太玄部」。《本

際經》亦言：「說究竟果，開真道性，顯太玄宗。」43「太玄部」經典《太玄經》則有：「無

無曰道，義極玄玄」之語。44所以日本學者砂山稔注意到太玄部與重玄思想的發展關係，45

甚有見地。這也印證了道教重玄學自有內在之發展線索。 

《本際經》卷第八〈最勝品〉也闡述「重玄」義如下：「夫十方天尊，發心之始，皆

了兼忘重玄之道，……帝君又問：『何謂兼忘？』太極真人答曰：『一切凡夫……染著諸

有，……不能無滯，故使修空，除其有滯。有滯雖淨，猶滯於空，常名有欲。故示正觀，

                                                 
41 參盧國龍：《中國重玄學》，頁 324。 
42 以下關於成玄英疏老原文的引用，以嚴靈峰：《輯道德經開題序訣義疏》為主要依據，再參考蒙

文通：〈輯校成玄英《道德經義疏》〉，收入氏著：《道書輯校十種》（蒙文通文集第六卷）。另外

尚有藤原高男：〈輯校贊道德經義疏〉之輯校本，收入《高松工業高等專門學校研究紀要》2（1967
年）。但是藤原氏本子，筆者未之見，只能暫付闕如。 

43 山田俊：〈校本『太玄真一本際妙經』〉，《唐初道教思想史研究：『太玄真一本際經』の成立と思

想》（京都市：平樂寺書店，1999 年），頁 80。 
44 鄭燦山：〈附錄四：南北朝唐代道教「太玄部」經典輯佚〉，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道德經學──

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頁 487。 
45 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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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於此空，空有雙淨，故曰兼忘，是名初入正觀之相。』帝君又問：『何謂重玄？』太極

真人曰：『正觀之人，前空諸有，於有無著。次遣於空，空心亦淨，乃曰兼忘。而有既遣，

遣空有故，心未純淨，有對治故。所言玄者，四方無著，乃盡玄義。如是行者，於空於有，

無所滯著，名之為玄。又遣此玄，都無所得，故名重玄，眾妙之門。』」46《本際經》的

「重玄」義，正是提煉「雙遣兼忘」之概念內涵的最標準範型，對後代影響深遠。《本際

經》的理論系統，深染佛教中觀思想。47而道教融受佛教思想以解經之風氣，由來久矣！

道教徒自己也不諱言這種現象。48成玄英繼承《本際經》的說法，年代略晚於成氏的道教

渠魁李榮注解《道德經》首章「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時也界定「重玄」義：「道德杳冥，

理超於言象；真宗虛湛，事絕於有無。寄言象之外，託有無之表，以通幽路，故曰玄之。

猶恐迷方者膠柱，失理者守株，即滯此玄，以為真道，故極言之非有無之表，定名曰玄。

借玄以遣有無，有無既遣，玄亦自喪，故曰又玄。又玄者，三翻不足言其極，四句未足致

其源。」49因此「雙遣兼忘」可以說是南北朝隋唐道教界「重玄」概念之通義，也是學術

界對於「重玄」思想的普遍理解。不過我們也不能忘記，李榮與成玄英發揮「重玄」思想，

其關懷角度之不同的現象。50 

「雙遣兼忘」偏向「不滯」的否定義，不過成玄英的「重玄」又非僅只此義。從上段

引文，可以分析出成玄英的「玄」有二義：「深遠」與「不滯」。筆者姑且名之為「深遠之

玄」與「不滯之玄」。而成玄英的「重玄之道」則透過「玄」之二義來開展，這也是筆者

                                                 
46 山田俊：〈校本『太玄真一本際妙經』〉，頁 125-126。 
47 參考鎌田茂雄：《中國佛教思想史研究》（東京：春秋社，1968 年），頁 126-130。又王宗昱：《《道

教義樞》研究》（上海：上海文化，2001 年），頁 18-19 以及強昱：《從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

頁 189-201 之討論。 
48 唐貞觀二十一年丁未（647），太宗敕令玄奘法師翻譯老子五千文為梵文。玄奘法師乃於弘福寺

召諸黃巾，道士蔡晃、成玄英等三十餘人，共同翻譯《道德經》。這個梵譯老子的二教典故，唐

釋道宣《集古今佛道論衡》卷丙〈文帝詔令奘法師翻老子為梵文事第十〉載言：「諸道士等並引

用佛經中、百等論，以通玄極。（玄）奘曰：『佛教道教，理致天乖。安用佛理，通明道義？』……

（蔡）晃遂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承佛義，所以維摩、三論，晃素學宗，致令吐言命旨，無非

斯理。且道義玄通，洗情為本。在文雖異，厥趣攸同。故引解之理，例無爽如。僧肇著論，盛

引老莊，成誦在心，由來不怪。佛言似道，如何不思？』」另外唐釋道宣《續高僧傳》卷第四〈譯

經篇四 本傳二人．京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也記載這件事，大略同此。可見唐朝道士蔡子晃、

成玄英如此，隋道士劉進喜等人也是如此。 
49 參嚴靈峰：《輯李榮老子注》。蒙文通，〈輯校李榮《道德經注》〉，頁 566。另外可參考新文豐版

《正統道藏》第 23 冊絲字號李榮《道德真經註》1/3b-4a 之原文。但是其中「託有無之表」，《正

統道藏》原文則作「記有無之表」，筆者認為當作「託」字，語意較為順暢，「記」字恐是「託」

之訛誤。而「四句未足致其源」，《正統道藏》原文則作「四句未可致其源」，二句之義略同。參

考李榮《道德真經註》，［金］白雲觀長春真人編纂：《正統道藏》（台北：新文豐出版社，1995
年 4 月一版三刷）。 

50 中嶋隆藏：〈從現存唐代《道德經》諸注看唐代老學思想的演變〉，《宗教學研究》1992 年第 1、
2 期合刊，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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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玄英「重玄」概念的重新定義。「深遠之玄」義向來較被忽略，或者被「不滯」義

所掩蓋，或者有意無意地視而不見。51所以，筆者將強化分析「深遠之玄」義這種肯定式

思惟的面向。 

「不滯」與離「四句百非」義，顯然的，受到中國佛教鳩摩羅什一系之中觀學說的影

響。而「深遠」之義則可說遠紹葛洪《抱朴子內篇．暢玄》中所論觀點──「玄」字以「深

遠微妙」義為主而包含「有、無」。當然更可上及《道德經》「玄德深遠」或「有、無同出

曰玄」之古義。52所以，成玄英「重玄」的哲學方法，並非全然來自佛教，而另有其道教內

部的淵源。而且，上述引文之語句、論式，很容易為我們烙下佛教中觀思想的印記，認為

成玄英只不過承襲之，了無新意。實則並非如此，筆者以下將嘗試剖析其中義理份際所在。 

「四句」乃龍樹《中論》最常見的論式之一。楊惠南歸納龍樹《中論》之「四句」為

「真實四句」與「擬似四句」兩種。前者如「一切實、非實，亦實亦非實，非實非非實，

是名諸佛法。」；後者則如「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生。」53這

兩個「四句」頌偈，實際上皆在發揮「緣起性空」的中道思想。 

「四句」、「百非」是闡釋同一佛理之不同論式。龍樹上述之中觀思想傳入中國後，大

乘空宗之集大成者亦即三論宗之創立者吉藏法師，進一步加以引伸發揮。吉藏引伸龍樹之

說而成其「單四句」與「複四句」。吉藏《淨名玄論》卷一：「一有，二無，三亦有亦無，

四非有非無。此為單四句也。」其中第一句「有」相當於龍樹「真實四句」之第一句「實」；

第二句「無」相當於龍樹之「非實」；第三句「亦有亦無」相當「亦實亦非實」；第四句「非

有非無」相當「非實非非實」。54龍樹透過「真實四句」之層層否定，似乎便可顯露至高

的真理──中道實相。但是，吉藏對此顯然不滿足，進一步發展出所謂「複四句」。「單四

句」旨在否定現象界的事物、概念（如有、無等），現象界的事物、概念便成為「單四句」

的否定對象。而「複四句」則接著更深入地以「單四句」作為其否定對象，依例層層轉進，

加以否定。吉藏之所以立諸多「四句」論式之名相，則因為他認為至道「實相」乃在「四

句」之外──即「絕於四句」。55 

                                                 
51 「深遠之玄」義並非完全無人注意，但是大部分情形多如李剛的態度。李剛在其討論成玄英重

玄思想，而份量多達一百五十頁的文章中，他僅用不到四行的文字，從語義學的角度說明「玄」

的「深遠」義。參考李剛：〈重玄之道開啟眾妙之門－論成玄英的重玄思想〉，《重玄之道開啟眾

妙之門──道教哲學論稿》，頁 151。 
52 參考鄭燦山：〈附錄二：道教「玄」與「重玄」觀念流變考〉之討論，鄭燦山：《東晉唐初道教

道德經學──關於道德經與重玄思想暨太玄部之討論》。 
53 楊惠南：《龍樹與中觀哲學》（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92 年再版），頁 133-137。 
54 楊惠南：《吉藏》（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9 年初版），頁 119。 
55 楊惠南：《吉藏》，頁 118。此外吉藏另有「重複四句」與「豎深四句」兩種，但總在強調「至

道」不可言詮之理罷！此處略而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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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除「四句」論式外，還有「四絕」、「四忘」之說，即「非有、非無、非有非無、

非非有非無」。56可見，吉藏系統不只「有，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之「四句」式，

也融攝了「四忘」論式，構成其邏輯思辨形式。當然吉藏之論式，乃純粹否定的邏輯形式，

與成玄英不同，但是卻對成玄英的「絕四句」、「不滯於不滯」說法產生示範作用。 

關於龍樹《中論》之「四句」教的中觀思想是否為辯證法？學界似乎有兩種觀點，吳

汝鈞主張是，楊惠南主張否。57筆者在此不擬進一步討論這個問題，但是卻資以反思成玄

英深染中觀思想的「重玄之道」是否亦有辯證法的色彩？下文逐步申述之。 

對於上引資料，成玄英有進一步的闡述： 

 

玄者，深遠之義，亦是不滯之名。有、無二心，徼、妙兩觀，源于一道，同出異名。

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

謂之玄也。有欲之人，唯滯於有；無欲之士，又滯於無。故說一玄，以遣雙執。又

恐學者，滯於此玄，今說又玄，更袪後病。既而非但不滯於滯，亦乃不滯於不滯。

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前以一中之玄遣二偏之執，二偏之病既除，一

中之藥還遣，於是唯藥與病，一時俱消。（一章「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疏文） 

 

這段文字是有關成玄英「重玄」之關鍵性資料。筆者析為上下二段，以與「玄」之二

義相對應：（一）「深遠之玄」→「有、無二心，……異名一道，謂之深遠。深遠之玄」。（二）

「不滯之玄」→「理歸無滯。既不滯有，亦不滯無，二俱不滯，故謂之玄也。…亦乃不滯

於不滯。此則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 

透過抽象思維所得之二概念「有」、「無」以及「重玄」之哲學方法，成玄英逼顯出「重

玄之境」──「道」之理境。根據「深遠之玄」段之剖析，則「道」是「有」，「道」是「無」，

所以稱「道」是「亦有亦無」亦可，這正是彰顯「道」之「有」、「無」二性。58因此，「深

遠之玄」義，實可以「道是……」之命題形式表述之，這種命題形式，可以「正題」（thesis）

稱之。成玄英如此之論式，可謂三論宗之翻版，因此如三論宗一般，「有」與「無」是一

矛盾概念組，所以「深遠之玄」義可以用與傳統形式邏輯「排中律」（law of excluded middle）

相矛盾之「a•－a」式子表示之，實內蘊深刻的辯證思維。 

                                                 
56 ［隋］吉藏著，韓廷傑校釋：《三論玄義校釋》（台北：文津出版社，1991 年），頁 33、102、105。 
57 參吳汝鈞：〈從邏輯與辯證法看龍樹的論證〉，《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1988 年），

頁 52-55。楊惠南，〈龍樹的《中論》用了辯證法嗎？〉，《龍樹與中觀哲學》，頁 93-103、118-123。 
58 成玄英此處的有、無義，並非如王弼之本末一貫、體用不二之有無義，而是三論宗有無義之道

教翻版。當然成玄英之有、無，也有如王弼義者，俟後文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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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論式之外，成玄英同時也有「三絕」之論，《莊子•大宗師》成氏疏言：「參，三

也；寥，絕也。一者絕有，二者絕無，三者非有非無，故謂之三絕也。夫玄冥之境，雖妙

未極，故至乎三絕，方造重玄也。……夫道，超此四句，離彼百非，名言道斷，心知處滅，

雖復三絕，未窮其妙。而三絕之外，道之根本，所謂重玄之域，眾妙之門，意亦難得而差

言之矣！」59「三絕」說與「深遠之玄」義二者，表面上似乎互相矛盾，其實不然，可以

與前述吉藏融貫了「四句」式與「四忘」式的系統比觀，成玄英的情形亦類之。所以，成

玄英並非運用了兩種互為矛盾的邏輯論式。 

「深遠之玄」義，強調「有無資導，必不偏溺」，強調「道」之亦有亦無、恍惚難名，

強調有無雙即面向，也就是「道」之「有」「無」雙性。下文會再深入處理這個問題。 

上引文「深遠之玄，理歸無滯」是整段前後連貫之關鍵句，是「正題」向「反題」轉

遞之過程，亦即「正題」必然內蘊著「反題」，何以如此？因為成玄英明言：「玄者，深遠

之義，亦是不滯之名。」「亦是」者，必然義也，有甲必有乙，有乙必有甲，甲乙二者必

須同時並存，否則其義不得成立。所以，成玄英之「玄」義，必然包括「深遠」與「不滯」

二種意義，而且實為一體之二面，缺一不可，互為依存，二義同時成立。因此成玄英以「亦

是」、「理歸」二字表達出「玄」之二義的互為內蘊性。「玄」之二義俱立，才能顯出成玄

英論證之有效性；孤立的玄義，在概念的運用上缺乏合法性，乃是無效的陳述。而且「理

歸」二字，更襯顯出成玄英之概念的運動性一面。亦即概念並非只是抽象的思考、靜態的

定義而已，概念之間具有聯動性，概念的內涵是有流動性的。所以「理歸」點出「深遠」

義必然向「不滯」義變動、發展的實態，才能構成成玄英圓融的表達系統。由此可以了解，

成玄英對於哲學概念與範疇的運用，相當細膩活潑。顯然其「重玄」義並非「雙遣兼忘」

之說可以限囿者。而「亦是」、「理歸」可說是成玄英義理體系中相當重要的關鍵詞，決定

著其義理型態與性格，不過從來沒有引起注意。 

實際論之，如果「深遠」義是一種論述，則「不滯」便代表著「非深遠」義，實即「深

遠」義之反論述。於是「玄」既承認自體，又同時必得否認自體，如此方得成其「玄」義。

所以，「玄」之二義便構成一個二矛盾對立命題之綜合體。是故，我們可以「A•－A」或

「『深遠』而且『非深遠』」之辯證邏輯的形式來表達「玄」之二義的義蘊。也可以進行邏

輯形式之演繹而置換為「（a•－a）•－（a•－a）」，其辯證層次又向上提升一階。 

因此，「深遠之玄」義的「正題」必內蘊「不滯」義的「反題」，否則便有所偏枯而不

是成玄英所揭示的「玄」義之真諦。所以「不滯」這種否定方法，將「深遠之玄」義的「正

題」否定掉。是故「不滯」義將「深遠」義之「道是……」之命題內容否定掉。於是根據

                                                 
59 ［清］郭慶藩輯著，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台北縣樹林鎮：漢京文化公司，1983 年），頁

257-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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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滯之玄」義，則「道」不是「有」，「道」不是「無」，所以稱「道」不是「亦有亦無」，

即「道」乃「非有非無」亦可，甚至「道」也不是「深遠之玄」，「道」也不是「不滯」。

所以「不滯之玄」義，可以「道不是……」之命題形式表述之，可以「反題」（antithesis）

稱之。至此我們已經可以看出，成玄英的「重玄之道」並非「雙遣兼忘」義所能涵蓋，也

與《本際經》之「重玄」義不同。 

因此，如果從「辯證法」（dialectic）乃正反意見對辯，以引發思想，發現真理之本義

來考察，60則「深遠之玄」是邏輯辯證的，「玄」之二義也是辯證的。牟宗三先生實能盛

闡此超知性且非傳統邏輯的辯證諦義。61 

最後之「不滯於不滯」義，可說是「不滯之玄」義的演繹，即將「不滯」義作為否定

的對象，亦即將「不滯」義的命題形式否定掉。經此一過程，則進一步將此滯著之心念、

概念或命題一皆否定遮遣之，真真是「名言道斷，心知處滅」了！若此則稱「道」亦不是

「非有非無」矣！此則又成「反題」之否定了！似乎可以「合題」（synthesis）稱之。 

在此必須進一步加以分辨者，乃在於如果「深遠之玄」義代表一種「正題」形式，則

「不滯之玄」義便是要否定此「正題」之內容，而成一「反題」。至於「不滯於不滯」義

對於「不滯之玄」義的否定，則並非否定這個「反題」之內容，若此則又變成「正題」矣！

而是否定這個「反題」之命題形式，即反對各種命題化，甚至是整套邏輯概念之思維形式

的表達方式，直可說是「名言道斷，心知處滅」了。因為如果又變成「正題」，則必須繼

續不斷地、「不滯」地否定下去，如此便會展開無限的辯證過程系列。成玄英似乎希望修

道者能在「不滯於不滯」功夫後，便豁然醒悟，而並不期盼後設式地無止境地展開辯證。 

「深遠之玄」義涉及存有論（ontology）問題，但是「不滯之玄」是否僅僅只是功夫

論、觀法，而不及於存有論呢？62筆者認為，不滯功夫的開展，可望開顯「重玄」之道境。

這個道境實際上也涉及存有論，或許我們可以從即功夫即本體的面向來理解之。 

所以「重玄之道」其中內蘊深刻的辯證思維的過程，而透過上文之分析，關於成玄英

「重玄」之義，我們可以初步如下表之： 

「玄」之二義： 

（一） 深遠→「深遠之玄」→「肯定式」思維方法 

a 有、無   →「玄」 

b 亦有亦無 →「玄」 

                                                 
60 唐君毅：〈辯證法之類型〉，《唐君毅全集》卷 18「哲學論集」（台北：學生書局，1991 年），頁 414。 
61 牟宗三：《理則學》（台北市：正中，1986 年 12 月臺初版第九刷），頁 276-277。 
62 承蒙楊儒賓教授提醒「深遠之玄」義涉及存有論（ontology）問題，而「不滯之玄」義則只是功

夫論、觀法，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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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不滯→「不滯之玄」→「否定式」思維方法 

c 不滯：不滯有（非有）、不滯無（非無）、（非有非無） 

→「一中之玄」 

d 不滯於不滯：非「非有非無」→「又玄」、「重玄之境」 

藉由上述 abcd 可見，成玄英「重玄之道」受到般若空宗中觀思想深刻影響，他很巧

妙地吸收融蘊中觀思想「四句」、「四忘」及「超四句」（「否定四句」）於其「重玄」哲學

方法之中，並充實而豐富了道家「玄」字的義蘊，而且能於吉藏中觀系統籠罩之下，別開

生面，確屬不易。 

吉藏諸多「四句」類型之論式，代表一種無限後退之否定思辨方法，用意在於破斥諸

外道與佛教各宗派錯誤見解。佛教中觀思想運用「四句」、「百非」論式以辯破一切名相，

甚至超絕於「四句」、「百非」之上，以顯中道實相。成玄英強調「不滯」之「重玄」思想，

雖資取佛教養分，但終究是異質的。佛教採取不斷否定的方式，以顯終極實相。至於此終

極實相是否常住常存，或是某種意義的、存有層級很高的「有」，則尚屬未定之論。63 

而成玄英秉持道教立場，當然肯定道體常住常存、不生不滅了！道教「重玄」思想與

佛教中觀思想表面上的相似，無礙其教義本質上之分道揚鑣。關鍵在於不論實相是否常住

常存，這個「空」理終究不含生化之義。反觀道教的「道」則生天生地、周行不殆，自古

以固存。所以「宇宙論」的解釋及天地萬物的問題，並非佛教關心的重點。而關於這個問

題，吳汝鈞以為中觀思想透過空義與一切法相互依存、函蘊的關係，即空與緣起之關係來

加以解釋即可。64佛教焦點更在於利用否定的方法將紛雜的名相破斥而「空」掉。然而道

教則必需更進一步處理「道」與「物」所涉及諸多層面的問題。 

（二）「玄」義的開展與「重玄」的思維模式及系統建構 

成玄英的「玄」之二義中之「深遠之玄」義的另一種表現方式，便是關於大道運化流

行所顯之「相」的敘述性、象徵性之描述，筆者暫且以「道相論」稱之。成玄英以下這段

論述頗具代表性： 

 

                                                 
63 關於此問題，楊惠南便認為吉藏受到《涅槃經》、《勝鬘經》中「佛性」和「如來藏」之「常住」、

「自性清淨」等思想之影響，所以以為有一唯一真實的「實相之理」。而龍樹則站在一切皆空的

立場，徹底否定了任何可能的存在，因此包括涅槃、實相之理皆在否定之列。楊氏認為吉藏違

背了龍樹之旨。參楊惠南：《吉藏》，頁 130-131。後文將繼續申論此課題。 
64 吳汝鈞：〈從邏輯與辯證法看龍樹的論證〉，《佛教的概念與方法》（台北：台灣商務，1988 年），

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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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以虛通為義，常以湛寂得名。所謂無極大道，是眾生之正性也。大道者何也？虛

無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生之源。其大無外，其微無內，浩曠無端，杳冥

無對。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混漠無形，寂寥無聲。萬象以

之生，五音以之成；生者有極，成者必虧，生生成成，今古不移，此之謂道也。元

氣，太虛之先，寂寥何有？至精感激而真一生焉，真一運神而元氣自化。元氣者，

無中之有、有中之無，廣不可量，微不可察。氤氳漸著，混茫無倪，萬象之端兆眹

於此。於是清通澄朗之氣而浮為天，煩昧濁滯之氣積而為地，平和柔順之氣結為人

倫，錯謬剛戾之氣散為雜類。（一章「道可道非常道」疏文） 

 

相當明顯地，這是黃老思想元氣宇宙論的模式。道生化天地人三才、宇宙萬物，所以

「道」自然是一「客觀實體」，「道」是「有」也。但是「道」又是「浩曠無端，杳冥無對……

混漠無形，寂寥無聲。」所以，「道」是無形無名，是「無」了。因之，「道」是「亦有亦

無」。相當契合「深遠之玄」義。 

而誠如湯用彤所說，漢代特言天道、宇宙論，魏晉玄學則黜天道、究本體論。65而「道

相論」一般而言所以會被學界所忽略，正是從魏晉玄學的角度來考察道教重玄學，最容易

產生的盲點。所以在研究方法上，筆者便需從魏晉玄學的視角歧出，重新檢視道教重玄思

想。試想，從漢代的黃老思想、神仙方術、道教，以迄六朝道教，皆持續地以不同方式闡

述著元氣宇宙論，作為一位當時的高道成玄英，在唐初卻突然不談宇宙論，那將會是如何

不可思議的學術怪象呢？成玄英體系中的宇宙論，正好彌補了其「重玄之道」偏重存有學

的討論之不足，也透顯出其道教學術的性格。我們大概可以說，元氣宇宙論正是成玄英重

玄思想的基質，即使表面上成玄英滿紙「無」、「空」、遣忘之語，似乎很難嗅到元氣宇宙

論的味道，但是如果將元氣宇宙論這個基底、這個大背景抽離掉，則成玄英便難以成其道

教重玄思想了。好比將山河大地拿掉，人便無處安立了一般。當我們聚焦於「人」，山河

大地這個背景容易被忽略，但是卻完全不可缺少。 

如果說前述之「深遠之玄」義是抽象性、概念性思維，則「道相論」便是一種形象性、

描述式的思維了！然而，二者皆稱得上是「肯定式」思維方法，有以異於「不滯之玄」義

的「否定式」思維方法。 

綜觀上論，吾人可以歸納成玄英的哲學方法：（1）肯定方法→「深遠之玄」義、「道

相論」（2）否定方法→不滯、不滯於不滯（3）肯定與否定之迴護、辯證 

所以，成玄英「重玄之道」的辯證思維模式，可以藉由「重玄」之二層義表述如下： 

                                                 
65 湯用彤著、湯一介主編：《魏晉玄學》（湯用彤全集卷六），頁 60、155-156。另可參考湯一介：〈論

魏晉玄學到初唐重玄學〉，頁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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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第一層：「重玄之境」→即「道」之理境 

B 第二層：肯定「概念」與否定「概念」之「重玄」義 

↗a 深遠→有、無、亦有亦無 

即「玄」之二義 

↘b 不滯、不滯於不滯→非有、非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無」（即

重玄之境） 

所以，「玄」之辯證思維過程： 

正（深遠）→反（不滯）→合（不滯於不滯、「重玄」之境）（正）→反→合？ …？ 

依照「玄」之二義的辯證邏輯的內在必然性，則「不滯於不滯」之後，仍須以「不滯」

義再重行否定之。也就是說，「不滯於不滯」之後所呈顯之「深遠」的「重玄之境」，亦需

「不滯」地加以否定。這才合乎前述成玄英「深遠」與「不滯」的「玄」之二義的互為依

存、互為內蘊性，亦即「深遠之玄，理歸無滯」的義理必然性。成玄英「玄」之二義所展

開的「重玄之道」，必然形成一套「命題系統」。不管是「有、無」概念所構築而成的命題

系統，或是「道相論」的命題系統。這「命題系統」也必然地要加以否定。因而我們演繹

出成玄英「重玄」之第三層意義： 

C 第三層：肯定「命題系統」與否定「命題系統」之「重玄」義 

↗a 深遠→有、無、亦有亦無、「道相論」→絕對「肯定」 

「玄」之二義 

↘b 不滯、不滯於不滯→非有、非無、非有非無、非「非有非無」（即

重玄之境）→絕對「否定」 

絕對「肯定」（正）↘ 

「重玄」（合？）（即對「玄」之二義之否定）……？ 

絕對「否定」（反）↗ 

第二層之「重玄」義乃在肯定與否定「有」、「無」諸抽象思維「概念」，屬於「概念」

之辯證關係。 

黑格爾（G. W. F. Hegel）在評述中國道家的道與有、無觀念時說，統一在這裡是完全

無規定的，是自在之有，因此表現在「無」的方式裏。這種「無」乃是被認作遠離一切觀

念、一切對象，──也就是單純的、自身同一的、無規定的、抽象的統一。因此這「無」

同時也是肯定的；這就是我們所叫做的本質。「無」如果不揚棄一切規定，它就沒有意義。

而當希臘人說：絕對、上帝是一，或者當近代的人說：上帝是最高的本質，則那裡也是排

除了一切的規定的。最高的本質是最抽象的、最無規定的；在這裡人們完全沒有任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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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話乃同樣是一種否定，不過只是在肯定的方式下說出來的。因此，說：上帝是一，這種

肯定方式的說法，與「無」比較起來並沒有更豐富的內容。66 

絕對「肯定」者，絕對之有，一有一切有，一真一切真，真實不虛也。亦即我們可以

說「道」是「大有」、「妙有」。絕對「否定」則絕對之無，絕對地否定任何可能的抽象思維

「概念」形式，或者說成「道」是「至無」、「太無」。對照黑格爾之論，絕對「肯定」便相

當於說「上帝是一」，而絕對「否定」則等同於單純的、自身同一的、無規定的、抽象統一

的“無＂之說法。這二者是等值的、同一的，誰也沒有比誰高一級。因為「在純粹抽象的

本質中，除了只在一個肯定的形式下表示那同一的否定外，即毫無表示」。67黑格爾清楚意

識到這一點，他又進而斷言，如果哲學思想不超出這種抽象的開始，則它和中國人的哲學

便處在同樣的初級階段。68於是，黑格爾展開其正反合之概念辯證運動，以彌補上述之缺失。 

絕對「肯定」形成一個「命題系統」，絕對「否定」又形成另一個「命題系統」。第三

層之「重玄」義，類如黑格爾之辯證方法，乃在肯定與否定「玄」之二義所形成之「命題

系統」。也就是既肯定又否定、取消人類思維所及之各種概念命題形式、描繪敘述或各種

可能之表達形式，而呈顯出不可思議之「重玄道境」。而正如同任繼愈所言，重玄不只否

定抽象概念，而且進一步否定離抽象概念後的心念，可謂完全的「絕對否定」，這又不同

於黑格爾了！69在成玄英重玄之道下，人的精神之絕對虛靈空無，必然契入「道」之絕對

的有。精神超證而契接「道」的本質，必定進入「道性」的「無」，或者說精神立足於「無」

而得與道的本質合一。「道」之自體及其本質，乃「絕對的有」，絕對的整全、「一」、「太

一」，但同時也是「絕對的無」，絕對的無規定性，絕對的不可思議性。 

四、餘論 

透過上述之辯析，我們可以做個小結，並進一步申論之。成玄英「重玄之道」的辯證

過程，包括「概念」之辯證關係，這是第二層之「重玄」義；「命題系統」之辯證，屬第

三層之「重玄」義；最後則是命題形式與心念之辯證關係，這便無法以哲學語言表達出來，

是中國思想的祕義。經過這三層之辯證，最終開顯出第一層「重玄之境」，即「道」之理

境。所以成玄英的重玄辯證法與功夫實踐，也構成了一種辯證發展的關係。 

                                                 
66 黑格爾（G. W. F. Hegel），賀麟、王太慶譯：《哲學史講演錄》第一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年），頁 131。 
67 同前註，頁 129。 
68 同前註，頁 129、131。 
69 任繼愈：《中國道教史》，頁 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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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如此剖析，我們似乎可以嗅出成玄英「重玄」之道蘊涵著濃郁的黑格爾式的辯證法特

性，不過筆者認為這只是表面上、形式上的類同，實則成玄英「重玄」的哲學方法與黑格爾的

辯證法仍有內容與本質上的差異，此問題大概只能留待日後再行討論，本文則無法旁衍細述。 

老子《道德經》中，「玄」字基本上是作為狀態詞或形容詞來使用。漢代以降，「玄」

亦多作玄妙、玄遠、玄靜、玄冥、玄理諸義，70也略同於老子所論。東漢揚雄之《太玄》，

開始將「玄」提升至與「道」相當之地位，以「玄」取代「道」而成為宇宙之本體。71 

而依據上文所分析，成玄英更以「不滯」義突顯了「玄」作為動詞的用法，成玄英似

乎清楚地意識到「玄」字具有方法論上的意義。再者，透過「玄」之二義所開顯的「重玄

之理境」，代表一種人、道本一的終極實體。所以，成玄英又賦予「玄」字以主語的地位

了！「玄」具有宇宙本體的意義，亦如東漢的揚雄所論。 

因此，成玄英「重玄」的哲學方法，代表道教教義學新的發展高度，也豐富了傳統哲

學概念「玄」之義蘊。成玄英的「玄」，兼具主詞、動詞、謂詞之用法，而「玄」之二義

所展開的「重玄之道」，可謂朗現即功夫即本體、即本體即功夫之理境。所以，楊儒賓先

生說，成玄英「重玄之道」是體證／證體之道。72可謂深有意焉！而成玄英「重玄」之論，

表面上似乎只是知識論意義而已，但是其思想體系背後深蘊著六朝道教經教系統。也即是

六朝道教本來就有一整套的修煉功夫論，如存思煉氣、戒律、齋醮威儀等等。所以，成玄

英的思想背後並非無修道功夫，他也沒必要自出機杼另創一套功夫體系，而是沿用之。他

的時代任務，反而是在理論思辨層次上用功，以昇華之。 

「有」與「無」乃抽象思考的定義概念，定義有界限、規定，便形成侷限性與片面性，

當然也會引起爭端，因為假設性之規定，每每預設而包含著對立面的存在。成玄英的哲學

體系從「玄」概念出發，其「玄」之概念內涵乃「既深遠且不滯（不滯於深遠）」，亦即「既

『深遠』而且『非深遠』」或「A•－A」之矛盾體。顯然這是一種非定義的定義，或者說

不作定義，定義也等於沒有定義，是一種無規定性，甚至某種意義而言是描述性的。它是

開放性的系統，不會造成「有」與「無」之互相限隔與封閉。無規定性與開放性，大概是

談論「道」的一種較為適切的方式吧！而如果只看到成玄英體系中「雙遣兼忘」的面向，

認為那便是他哲學方法的全部。恐怕又會回到王弼「貴無」的路徑，而只強調「道」之無

形無名、不可言傳的思考方式。或者誤認成氏所論只不過是與佛教中觀思想重疊罷了，而

看不出成玄英的道教立場與特色了！ 

所以成玄英「重玄之道」的哲學方法，避免從假設性之哲學原理前提出發，所以他不

會形成如「貴無」、「崇有」互相拒斥之觀點的獨斷論形上學，而是讓概念在概念網脈中進

                                                 
70 湯用彤著，湯一介主編：《魏晉玄學》（湯用彤全集卷六），頁 171-172。 
71 參考鄭萬耕：《揚雄及其太玄》（台北：藍燈文化公司，1992 年）第三章第二節及第四章所論。 
72 楊儒賓：〈注莊的另一個故事──郭象與成玄英的論述〉，頁 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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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辯證的發展，於是認識主體無得而干預其概念之辯證發展進程。如此便得以避開「貴無」

與「崇有」對辯的格局。成玄英建構了一套細密嚴謹且高度抽象的概念系統，但卻是一套

動態的、開放的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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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ought of twofold mystery（重玄） in Daoism is the main issue which this essay has 

focused on. And it is related to a new trend of thought which has been evolved interior Daoism 

among Six dynasties to Tang dynasty. The master priest Cheng Hsuan-Ying（成玄英） in early 

Tang dynasty has made a comprehensive account of twofold mystery（重玄） in his book 

“commentary of Tao-Te Ching＂（《老子義疏》）, which is the basis of this research. 

Regarding to the discussion of twofold mystery（重玄）, it has been analyzed by the 

schol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twofold mystery（重玄） 

has been regarded as a descendant of Wei-Jin Thought（魏晉玄學）, directly followed the 

thought of Wei-Jin dynasties（魏晉）. On the other hand, it occasionally plays a role of a 

comparison of Buddhism in academic research.   

We are going to review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to further discuss the methodologies of 

analysis the former scholars used. In this sense, we hope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of twofold 

mystery （重玄）of Cheng Hsuan-Ying （成玄英）. With the new definition, we are able to 

develop a new method for studying this issue. In the meantime, we can apply the text materials 

in different ways and lead it to a new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Cheng Hsuan-Ying, twofold mystery, Thought of Taoism, Tao-Te Ching, 

Ta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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